
经济科学·２０２３年第４期 ＤＯＩ：１０. １２０８８ ／ ＰＫＵ. ｊｊｋｘ. ２０２３. ０４. １０

户籍制度、 身份认同和风险承担∗

———基于 ＣＨＦＳ 数据的分析

锁凌燕 陈晓宇 王正位 吕欣怡

∗　 锁凌燕， 北京大学经济学院， Ｅ⁃ｍａｉｌ： ｌｉｎｇｙａｎ＿ｓｕｏ＠ ｐｋｕ. ｅｄｕ. ｃｎ； 陈晓宇 （通信作者）， 清华大学五
道口金融学院， Ｅ⁃ｍａｉｌ： ｃｈｅｎｘｉａｏｙｕ１＠ ｐｋｕ. ｅｄｕ. ｃｎ； 王正位， 清华大学五道口金融学院， Ｅ⁃ｍａｉｌ：
ｗａｎｇｚｈｗ＠ ｐｂｃｓｆ. ｔｓｉｎｇｈｕａ. ｅｄｕ. ｃｎ； 吕欣怡， 北京大学经济学院， Ｅ⁃ｍａｉｌ： ｘｉｎｙｉｌｖ２０＠ ｓｔｕ. ｐｋｕ. ｅｄｕ. ｃｎ。
本文为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 “中国特色多层次养老保障体系研究” （项目编
号： ２２ＪＪＤ７９００９１） 的阶段性成果。 作者感谢杨汝岱、 高明、 周羿、 姚奕、 陈卓、 李波、 刘冲老师
及高云帆、 王骥博士在写作过程中提出的宝贵意见， 文责自负。

　 　 摘　 要： 打破城乡二元格局、 实现城乡融合发展是一项重要议题。 统一户籍登记制

度改革标志着以 “农业” 和 “非农业” 区分户口性质的城乡二元户籍制度将成为历史，
户籍制度改革带来的居民身份认同变化可能会深刻影响个体行为。 本文从微观角度探讨

统一户籍登记制度对个体风险承担的影响， 并讨论其影响个体经济行为、 金融决策的深

层次机理。 本文发现， 统一户籍登记这一制度安排打破了城乡分离的身份认同， “身份不

确定” 导致的审慎风险态度得到释放， 使个体做出更积极的风险承担行为。 进一步地，
户籍身份统一带来的更高风险偏好程度、 更广泛的金融信息关注度获得是影响风险承担

意愿的可能渠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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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引　 言

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 要促进区域协调发展， 大力发展新型城镇化事业， 全面推进

乡村振兴。 建立健全城乡融合发展体制机制和政策体系， 是破除城乡发展差距、 实现共

同富裕、 促进社会公平正义的应有之义。 １９５８ 年， 我国颁布了 《中华人民共和国户口登

记条例》， 规定个体出生后需进行户籍登记， 国家依照农村和城镇两种常住地， 将居民划

分为农业户口与非农业户口两种类别。 基于居民户籍身份， 我国构建了劳动用工、 社会

保障等几十项制度， 户籍壁垒实质上成为资源配置的依据。 在一段时期内城乡户籍制度

对我国发展起到了客观的推动作用 （蔡昉等， ２００１）， 然而， 作为社会公共服务体系和福

利政策制定的基础， 城乡分离的户籍制度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我国城乡二元结构的格局，
隐藏着的社会福利和发展机会的差别， 造成了社会不平等 （Ｗｅｌｃｈ， １９９９； 蔡昉等，
２００１； 孙祁祥等， ２０１４； 何晓斌和柳建坤， ２０２１）， 使得城乡居民经济决策产生差异， 社

会稳定性和社会公平受到影响， 成为制约 “经济城镇化” 和 “人口城镇化” 的重要因

素。 城乡二元经济社会结构造成了两种户籍身份间的不均等， 也固化了 “城里人” 和

“乡下人” 两种身份在社会认知中的刻板印象， 形成了城乡身份认同。
基于社会发展需求， ２０１４ 年 ７ 月， 国务院发布 《关于进一步推进户籍制度改革的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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见》 （以下简称 《意见》 ）， 标志着我国开启了新一轮的户籍制度改革。 户籍制度改革的

重点举措主要有以下几点： 一是降低城市落户门槛、 打破人口城乡壁垒， 使居住在城市

而户籍不在城市的外来人口得以安居， 从城市的 “局外人” 身份跨越为 “市民” 身份

（陈映芳， ２００５）， 同时激励更多劳动力从农村流动到城市， 提高城市的常住人口城镇化

和户籍人口城镇化水平 （孙祁祥等， ２０１４）； 二是逐步实行户籍身份转变的登记制度， 将

户口类型由农业户口和非农业户口转变为统一居民户口， 这使得存在于我国半个世纪之

久的 “城里人” 和 “乡下人” 身份逐步取消， 与户籍制度配套的一系列社会、 经济制度

也逐步得到一致性安排。 由于户籍制度的存在， 农村个体长久以来被限制在本乡本土组

织经济生产。 户籍制度改革有助于提高劳动力要素的流动性， 改善农村个体的流动困境，
给个体提供更多的经济机遇。 同时， 户籍制度配套的社会保障和社会福利制度也会发生

变化， 使原农村户籍的个体对生命周期福利改善有正向的预期 （蔡昉等， ２０１０）。 社会、
经济制度造就了身份刻板印象， 进一步形塑了个体的观念和行为。 随着身份刻板印象的

消解， 原户籍分类体系中农业户口和非农业户口人群在观念和行为上的差别将逐步溶化，
并将改变个人的风险感知和经济决策。

已有文献从多个维度研究了城乡身份和户籍制度对城乡社会面貌和个体经济行为的

影响。 总体上， 城乡二元格局是造成城乡差距的重要原因 （万海远和李实， ２０１３）。 农业

户籍身份者在工作岗位中常常遭到歧视； 相较于非农业户籍者， 农业户籍者的报酬更低、
失业率更高、 生活成本更高、 消费倾向更低 （ Ｓｏｎｇ， ２０１４； 吴贾等， ２０１５； 周文等，
２０１７； 万广华等， ２０２２）。 与此对应的是， 户籍制度改革会显著提升微观主体的经济表

现。 已有研究从城市层面入手， 以户籍制度的松绑为考察， 发现户籍制度改革激励着地

方政府提高其教育支出总额 （陈昊等， ２０２１）， “农转非” 个体的受教育水平普遍提高，
进而城乡间人力资本的差异逐步缩小 （高跃光等， ２０２１）。 更宽松的落户政策为人才提供

了更好的流动渠道 （Ｗａｎｇ 等， ２０２１）， 进而城市产业的整体创新水平得以提高 （宋弘

等， ２０２２）； 户籍政策的松绑也使个体选择创业的可能性增加或在创业过程获取更高的收

入， 就业歧视现象普遍减少 （宁光杰和段乐乐， ２０１７）。 进一步地， 收入水平的提高降低

了个体的背景风险 （何兴强等， ２００９）， 使个体的消费决策更积极。 测算表明， 一旦户籍

制度松绑， 被户籍制约的、 住在城市里的 “农村人” 的消费将提高 ２０. ８％， 使消费水平

出现强烈变化 （陈斌开等， ２０１０）。 整体而言， ２０１４ 年推进的户籍制度改革能够带来 １. ２
万亿元净收益 （都阳等， ２０１４）， 相当于 ２０１４ 年 ＧＤＰ 总量的 ２％。

当然， 诸多福利待遇与户籍制度 “长期挂钩、 难以剥离” （张车伟等， ２００１）， 即便

户籍制度实现统一登记、 落户限制逐步放宽， 公共服务体系也难以实现城乡均等。 虽然

在目前阶段， 户籍制度改革在物质上仅能够提供福利待遇改善的预期， 但它却打破了城

乡在身份认同、 社会互动中的壁垒， 这一身份转换和预期转变会广泛影响个体的生命历

程。 本文研究分离户籍向统一户籍变化的过程中， 心理层面、 预期层面和社会地位层面

的变化对个体的经济行为和风险承担的影响， 一是因为户籍制度具有对个人福利待遇、
经济行为和宏观经济的系统重要性， 二是因为微观个体风险承担行为具有多样性和复杂

性， 由此关系到共同富裕的实现及全体人民幸福感的提升。 在户籍制度和风险承担水平

的相关研究中， 过往文献大多以城市落户门槛为切入点， 研究落户门槛放松对企业创新

和数字化转型、 劳动力使用、 劳动力流动、 地方政府教育投入和地方产业创新的影响

（Ｃｈｅｎ 等， ２０２０； Ｗａｎｇ 等， ２０２１； 陈昊等， ２０２１； 宋弘等， ２０２２； Ｌｖ 和 Ｃｈｅｎ， ２０２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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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是分析个体风险承担行为受社会保障政策、 收入及收入差距、 个人早年经历、 家庭规

模和年龄差距的影响 （卢亚娟和 Ｔｕｒｖｅｙ， ２０１４； 汪小圈等， ２０１５； 宗庆庆等， ２０１５； 周

广肃等， ２０１８）， 缺乏户籍制度改革中统一户籍身份对微观个体经济行为影响的研究。
本文首先以户籍制度的变化为切入点， 研究身份认同导致的风险偏好变化对个人风险

管理头寸的影响； 其次， 在微观层面创举性地讨论了统一户籍登记对个人风险承担行

为的影响， 以此探察个体风险承受水平的变化， 弥补现有文献微观证据的不足； 最后，
采用了新的数据和研究方法， 使用双重差分法较好地克服了内生性， 一系列稳健性检

验也支持了本文结论。

二、 制度背景

户籍制度是我国一项基本的行政制度和社会制度， 承担着登记出生、 死亡、 亲属关

系等人口管理的职能。 我国户籍管理方式由来已久， 起源于西周时期建立的人口登记办

法， 具有深厚的制度渊源。 中国历史上户籍制度以家庭、 家族和宗族为本位， 与课税、
土地赋役及社会阶层划分有着紧密的联系， 不同的职业、 地域及家庭出身都会影响个体

的户籍身份。 户籍制度也塑造了人口在赋税、 徭役、 入仕、 荫补等社会待遇方面的差异，
起到了依照人口身份进行差异化管理与资源分配的作用。

我国现代户口管理制度以个人为本位， 要求公民在出生后一定时间内向户口登记机

关申报出生登记， 并要求公民进行常住地址、 职业、 居住地迁移等户籍管理信息的申报

与登记， 以针对不同的人口类型和人口特质进行统一管理。 在户籍管理的过程中， 公民

在居住地区、 职业、 家庭结构等方面的差异及其衍生的不同社会地位、 社会身份与社会

福利待遇， 共同塑造了差异性的身份符号， 造成了身份认同的分离。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户籍管理制度延续了其人口统计与人口管理的功能， 并进一步服

务于国家在社会分工、 经济发展、 政治安排与治安管理等方面的要求， 户籍制度与不同

的发展时期和发展要求相适应， 其功能处在不断的演变之中。 本文从人口迁移限制与居

民身份限制两个维度对我国户籍政策进行探讨。 在人口迁移限制方面， 我国户籍制度经

历了由宽松到严格、 再由严格到宽松的过程， 按照其发展历程大致可以划分为三个阶段。
一是逐步建章立制 （１９５１—１９５７ 年）。 中华人民共和国户籍管理体系的建立始于

１９５１ 年 ７ 月公安部颁布的 《城市户口管理暂行条例》， 该条例将全国城市内的中外居民

划分为住家户、 工商户、 公寓户、 船舶户、 寺庙户和外侨户六种户口类型， 并要求城市

居民需对出生、 迁移、 死亡等人口信息变动相关的事宜进行申报， 这一举措使得全国城

市的户口登记制度基本得到统一。 １９５５ 年 ６ 月， 国务院发布 《关于建立经常户口登记制

度的指示》， 规定户口登记的统计时间为每年一次， 将乡镇人口、 乡镇以下的农村人口及

乡镇以下行政组织纳入户籍管理的各项工作中。 该指示指出要 “将经常的户口登记制度

逐步地建立和健全起来”， 对迁移、 居住地、 出生、 死亡、 婚姻、 职业等人口信息登记内

容和方式进行了更为细化的规定。 同时期与户口体系建设相关的工作还包括 １９５０ 年 ８ 月

公安部颁布的 《特种人口管理暂行办法 （草案） 》 及 １９５３ 年进行的第一次全国人口普

查等， 与粮食统购统销、 第一个五年计划及其他户籍体系建设制度共同作用， 对在居

住地、 职业、 政治身份等方面存在不同的居民实行差异化管理 （陆益龙， ２００２）。 总

体来说， 户籍制度主要起到人口基本信息登记的 “普查性” 作用， 并未对居民的流

动、 迁移和职业选择等做出强制限制。 １９５４ 年， 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部 《宪法》 颁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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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得以实施， 其中规定公民有 “迁徙和居住的自由”。
二是城乡二元分割户籍制度的建立与发展 （１９５８—１９７８ 年）。 在这一阶段， 服务于

国家工业化战略， 我国采用计划经济的方式组织生产， 对城市和农村实行了严格的要素

流动限制， 严格确立 “城市发展重工业以保障国防和经济发展、 农村发展农业以保障基

本口粮” 的分工， 推动农业劳动力依附于农田、 在农村大力发展农业保障粮食及原料产

出。 同时， 为了防止农村人口由于职业选择、 社会福利、 基础设施等因素大量流入城市，
并缓解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早期城市内部存在的失业率高、 通货膨胀高企和治安混乱问

题， １９５８ 年 １ 月， 我国政府发布了 《户口登记条例》 （以下简称 《条例》 ）， 依照农村

和城镇两种常住地将居民划分为农业户口与非农业户口两种类别， 将城乡居民根据居住

地和分工进行严格区分， 并基于户籍身份构建劳动用工、 社会保障等几十项制度， 非农

业户口人群的上述待遇高于农业户口人群， 户籍壁垒实质上成为一种生活资源和生产资

源配置的依据。 同时， 《条例》 对人口迁移进行了严格限制， 设置了人口常住地变迁的

严格审批标准， 规定了工作调动、 随军、 夫妻投靠等少数允许户口迁移和常住地变化的

情况。 《条例》 指出， “公民因私事离开常住地外出、 暂住的时间超过三个月”、 “在常住

地市、 县范围以外的城市暂住三日以上” 乃至 “旅店住宿” 等发生人口流动的情况， 均

需上报并进行审批。 自 《条例》 颁布以来， 我国相继出台了一系列户籍管理文件与配套

措施， 对人口自由流动尤其是城乡间的人口流动， 实行严格限制， 城乡二元的户籍制度

正式建立。 １９７５ 年， 《宪法》 进行了修改， 取消了关于人口迁徙自由的规定， 严格限制

城乡人口流动的户籍管理体制的合法性与稳定性进一步增强。
客观而言， 二元分割的城乡户籍制度在一定时期内对我国发展起到了推动作用， 使

中国迅速建成了现代化工业体系， 为中国未来大量的基础设施建设和经济腾飞奠定了资

本基础。 但与此同时， 户籍制度具有地域性和世袭性， 除非个人经过努力而获得学历的

提升和职业的变化， 否则个人的户籍身份将严格由父辈传递给子辈。 城乡间的社会流动

受阻， 城乡间的社会福利待遇差距也在代际继承与传递， 使得非农业户口和农业户口两

类人群之间的壁垒不断扩张， 造成中国的城乡二元结构。
三是户籍制度改革阶段 （１９７８ 年至今）。 伴随着改革开放， 严格限制农业和非农业

劳动的模式已经无法适应 “以经济建设为中心” 这一首要目标。 一方面， 户籍制度所造

成的城乡二元差距导致了城乡的不平等， 城乡居民在教育、 养老、 医疗和就业等方面面

临着差别化待遇。 城市居民和农村居民在经济行为和经济结果上表现出不同特征， 户籍

背后隐藏着的社会福利和发展机会的差别引发了社会不平等 （Ｗｅｌｃｈ， １９９９； Ｙａｎｇ，
１９９９）， 并逐步拉大了社会的收入差距 （Ｓｉｃｕｌａｒ 等， ２００７）， 可能造成社会的潜在不稳定；
另一方面， 严格的人口流动限制渐渐不再适应经济社会发展的需要， 劳动力迫切需要进

行自由流动以改善自身经济状况， 个体的需求和户籍限制不再匹配， 成为亟须解决的

问题。
基于经济发展与社会秩序维护的需求， 我国对户籍制度进行了调整， 城乡居民流动

逐步放开， 户籍管理体系逐步进入 “半开放” 时期。 １９８４ 年 １０ 月， 国务院发布 《关于

农民进入集镇落户问题的通知》， 允许农民进入集镇并落户为非农业户口， 初步放宽了农

村居民向城市流动、 向非农业身份转化的限制。 至 ２００１ 年， 我国相继颁布并实施了 《中
华人民共和国居民身份证条例》、 《关于城镇暂住人口管理的暂行规定》、 《小城镇户籍管

理制度改革试点方案》、 《关于完善农村户籍管理制度的意见》 和 《关于推进小城镇户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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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制度改革的意见》 等人口管理与户籍管理政策， 进一步放松了农村居民流动、 农业

户口转非农业户口及农村居民非农落户的限制， 缓解了落户难带来的 “人户分离” 问

题， 使更多居民享有了城市基本公共服务与城镇户口身份派生出的社会福利待遇。
虽然针对农村居民的迁移与落户限制不断放松， 但城乡居民享受的社会福利待遇及

基本公共服务水平仍存在差异， 户籍制度改革在城乡居民平等性上的目标仍未实现。 为

了打破城乡身份限制、 实现城乡居民共享发展成果， 我国对户籍制度进行了进一步优化。
２０１２ 年 ２ 月， 国务院办公厅发布 《关于积极稳妥推进户籍管理制度改革的通知》， 进一

步规范并优化了落户制度， 提出保障农民各项权益， “逐步满足符合条件的农村人口落户

需求， 逐步实现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 户籍制度改革更是被列为 ２０１３ 年的四项重

点工作之一， 户籍身份下的基本公共服务覆盖的问题得到进一步关注。
２０１４ 年 ７ 月， 经过户籍政策优化的铺垫， 基于社会发展需求， 国务院发布 《关于进

一步推进户籍制度改革的意见》 （以下简称 《意见》 ）， 我国开启了新一轮的户籍制度改

革， 旨在打破户籍身份带来的社会经济限制， 提高人口城乡流动性。 《意见》 指出， 要

逐步实行户籍身份由农业户口和非农业户口转变为统一居民户口的登记制度， 统筹推进

户籍制度改革和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 不断扩大教育、 医疗、 养老、 住房保障、 就业等

基本公共服务覆盖面。 这使得存在于中国半个世纪之久的 “城里人” 和 “乡下人” 身份

逐步得以取消， 城乡居民在社会经济地位方面的差距逐步缩小。
《意见》 发布前， 我国已有省份进行了统一城乡户口政策的尝试。 比如， ２００４ 年

山东省提出 “取消农业、 非农业户口性质的划分， 实行统一的户口登记管理制度； 推

行积极的人口迁移政策， 促进人口合理有序流动”。 ２００９ 年， 辽宁省提出 “取消农业

户口、 非农业户口性质划分， 实行 ‘一元制’ 的户籍登记管理制度， 按照公民的实际

居住地登记户口， 统一登记为 ‘居民户口’ ”。 《意见》 发布后， 我国迎来了统一户籍

制度改革的全面推进阶段， 多个省份、 自治区、 直辖市相继发布了关于取消农业与非

农业户口、 建立统一居民户口等促进户口 “一元化” 转型的政策文件， 在实行统一户

籍制度改革的地区， 居民如前往地方政府或公安机关办理与身份登记、 家庭户口证明

相关的业务， 则其户口性质将自动转变为统一居民户口。 同时， 各省市政策也指出要

“建立完善与统一城乡户口登记制度相适应的教育、 卫生计生、 就业、 社保、 住房、 土

地及人口统计制度”， 打破城乡居民身份划分及社会待遇限制的统一户籍改革在全国内

逐步实施。 截至 ２０１６ 年， 已有 ３０ 个省份出台了取消农业与非农业户口、 建立统一居

民户口的相关政策。①

图 １ 展示了依据中国家庭金融调查 （Ｃｈｉｎａ Ｈｏｕｓｅｈｏｌｄ Ｆｉｎａｎｃｅ Ｓｕｒｖｅｙ， ＣＨＦＳ） 数据样

本计算出的各年度各省份获得统一居民户口的个体占总样本的比例， 以表明 ２０１３—２０１９
年统一户籍登记政策在全国推进的过程。 图 １ 中可见， 居民登记为统一居民户口的比例

有所上升， 政策由试点省份逐步推进到全国。 在全国范围内， 抽样样本的统一户籍登记

比例从 ２０１３ 年的 ３. ６７％逐步扩大到 １４. ４％， 但由于实施难度、 实施激励、 制度嵌套、 非

强制性等多方面原因， 统一户籍登记人口依然占总人口的少数， 并呈现出强烈的地区间

差异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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页面 “附录与扩展” 栏目下载。



图 １　 统一户籍登记演进过程

注： 纵坐标为省区范围内的统一户籍登记比例， 通过 ＣＨＦＳ 数据分年计算得出， 其中新疆、 西藏
和港澳台地区未包含到 ＣＨＦＳ 数据当中。

从人口迁移限制的角度来看， 随着计划经济体制的确立与深化， 我国户籍制度对人

口流动与迁移的限制日益严格， 这在农村居民身上体现得尤为明显。 户籍制度带来的人

口迁移限制打破了城乡居民生活空间发生重叠的可能性， 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城乡人口

间的交流， 长期以来形成了城乡间差异化的生活环境、 生活方式及文化环境。 户籍制度

对居民身份的限制主要体现在农业身份向非农身份的变更上， 因此非农业户口与农业户

口的户口类型差别最终形塑了 “城里人” 和 “乡下人” 的身份差异。
在农业与非农业的户籍管理体系下， 城镇地区居民所享有的较高水平的基本公共服

务、 较完善的社会保障制度均与其非农业户口身份紧密相连， 非农业户口居民在城镇教

育、 医疗、 职业选择、 子女入学和养老等方面均享有较为优厚的待遇。 在城乡二元的管

理模式下， 农业户口居民即使迁入城市定居、 成为城市常住人口， 依然无法享有附加在

户口性质上的城镇福利， “城里人” 与 “乡下人” 的身份限制伴随户口管理体制长久存

在， 无法通过人口空间流动限制的放松而被打破。 １９７８ 年后， 户籍制度进入人口流动限

制放松的改革阶段， 农业户口向非农业户口转变的机会逐渐呈现。 我国最初的 “农转

非” 人口产生于城市规划与发展的需要。 ２０ 世纪 ８０ 年代初， 国家安置农民进入集体所

有制企业工作， 将部分农业劳动人口转变成为第三产业劳动人口， 并由国家按照市镇粮

食定量供应办法供应口粮， 实现了农业户口向非农业户口的转变。 部分农民的土地因国

家建设或地方政府公用事业建设而被征用， 从而形成了 “被征地农转非” 人口。 同时，
为了激励各类人才支援边远贫困地区、 前往艰苦工作岗位， 国家也以人事系统农转非的

方式， 帮助党政机关、 事业单位中在艰苦岗位工作的职工等群体解决户口困难， 帮助这

类居民实现农业户口向非农业户口的转变。 由于城乡在社会待遇等方面存在的差距和身

份流动的限制， “农转非” 作为一种补偿或奖励性的政策， 对参与个体有着较高的要求。
１９８９ 年后， 我国对 “农转非” 实行指标控制， 每年度不同省、 市、 区县均有着固定

数目的 “农转非” 名额限制。 “农转非” 指标是一种指令性计划指标， 具有很强的严肃

性与约束性。 指标控制政策实施以来， 政府部门规定农村招工、 农村学生招生、 侨属侨

汇购房等各类情形下的 “农转非” 名额上限， 并明确不得超用、 挪用、 混用指标。 市场

经济的发展伴随着户籍制度对空间流动管控的放松， 在很大程度上促进了劳动力的跨地

３８１



区流动， 但 “农转非” 的户籍身份流动限制仍然十分严格， 从而导致了严重的 “人户分

离” 的问题， 常住于城市的农业居民被长期排除在居住地的各项福利措施及基本公共服

务外， “农转非” 的需求远远超过计划指标上限。 居民获得非农业身份的愿望十分强烈，
而城镇社会保障体系的短期承载力不足， 因此我国对 “农转非” 指标的资格进行更加严

格的限制与审查， 以防止农业户口向非农业户口的无序转化。
改革开放以来， 虽然 “农转非” 的机会不断增多， 但各种资格限制与审查仍长期存

在， 居民通过城市招生、 招工及婚姻等渠道达成农业身份向非农业身份的转变 （郑冰岛

和吴晓刚， ２０１３）。 此外， 获得专业技术职务， 从事科研工作， 获得公务员、 干部或军人

身份等， 也能够使农业户口居民优先获得 “农转非” 资格。 在这样的情况下， “农转非”
的选择性较强 （郑冰岛和吴晓刚， ２０１３）， 对个体的受教育水平和社会身份都有着一定要

求， 往往是农业人口中受教育水平较高、 拥有较多社会资源的个体实现了向非农业身份

的转变。 随着市场经济的进一步深化， 虽然 “农转非” 的限制逐步放松， 国家也不再统

一下达年度分地区的 “农转非” 指标， 但针对个体的种种限制条件仍然存在， 农业户口

居民只有在满足创业、 购房、 拥有城镇稳定工作和缴纳一定年限社保等条件时， 才能获

得 “农转非” 资格。
２０１４ 年 《关于进一步推进户籍制度改革的意见》 的发布正式确立了统一居民户口的

登记方式， 户籍制度对居民身份的限制被彻底打破， 农业户口与非农业户口间的分隔也

随之消失。 与 “农转非” 不同， 统一居民户口登记以行政区为单位整体推行， 户籍登记

在该行政区内的所有个体均可无门槛、 自动获得统一居民户口， 没有资格审查、 申报环

节和指标名额限制。 是否获得统一居民户口、 能否获得统一居民户口与个体所处的社会

经济地位、 拥有的社会资源均无关， 并非个体自行选择的结果。

三、 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

从身份认同的视角出发， 户籍身份转变和个人身份认同的转变相伴相生。 Ａｋｅｒｌｏｆ 和
Ｋｒａｎｔｏｎ （２０００， ２００２， ２０１０） 提出了以身份认同这一概念为核心的身份经济学， 认为身

份认同是一种针对个体行为的社会规范， 它根源于社会环境和人与人之间的互动关系，
包含个体对自我身份的确认和对所属群体的认知两个维度。 个体在身份认同的完成过程

中会整合群体内行为模式， 使个体的行动具有群体性特征 （张淑华等， ２０１２）。 被社会所

建构的身份内生影响着日常行为， 使个体形成符合身份特征的某种行为范式； 同时， 身

份的变迁会导致行为方式的变化， 偏离当前身份的行为会造成个体的不适感。 许多经济

学和管理学的相关研究也尝试从官员身份认同、 投资者社会偏好、 高管行为等角度研究

个体决策者的身份认同对经济行为的影响 （李书娟等， ２０１６； 唐棣和金星晔， ２０２２； 潘

越等， ２０１９）。
户籍身份和城乡差异对个体经济行为的影响是身份认同对经济决策影响的其中一例。

城乡二元户口登记制度将个体划分为农业户口和非农业户口两类人群， 形成了政治身份

和经济身份的双重意涵 （陆益龙， ２００２）， 造成了基本公共服务制度的城乡二元化 （孙
祁祥等， ２０１４）， 逐步塑造了城乡身份认同。 作为一种社会空间层级 （Ｃｈｅｎｇ 和 Ｓｅｌｄｅｎ，
１９９４）， 户籍身份的隔离将个体分割为两个层面， 户籍身份和个人的居住地高度同步化，
“城里人” 和 “农村人” 这一对社会身份在政治话语中被建构 （项蕴华， ２００９）， “农村

人” 成为 “城里人” 的对立面， 这种身份的刻板印象形成了 “城里人” 和 “城外人”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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价值观念， 被贴上 “群体属性的标签” （王爱君， ２０１１）， 拉大了两类群体间的社会距离

（崔岩， ２０１２）， 阻碍了城镇化进程中的社会融合 （何晓斌和柳建坤， ２０２１）。
城乡差异的嵌入性社会制度给城乡之间的要素流动、 人口流动和福利流动造成困难，

使得被排斥的 “非市民” 缺少完整的 “市民权”， 其社会福利待遇的平等获取被制约，
从而建构起 “市民” 和 “非市民” 的不同生活样貌。 “市民权” 有 “权利” 和 “身份认

同” 两个方面， 一个是现实意义上的， 是社会制度建构出的差别性优待； 一个是心理意

义上的， 是对 “城里人” 和 “农村人” 的刻板印象或身份认同 （陈映芳， ２００５）。 ２０１４
年户籍制度改革的相关举措中包含逐步推动城乡登记制度变更为统一户籍登记制度， 这

一制度可以改变心理意义上的城乡身份认同， 为城乡居民提供未来身份的 “确定性预

期”（Ｈｏｇｇ， ２０００）， 而城乡对立的溶化会深刻影响个体的经济行为。
由此， 户籍身份的不平等产生于社会制度安排和个人身份认同两个层面， 并形塑了

城乡两种户籍身份间不同的社会面貌和个体生活方式。 本文的研究问题是统一户籍登记

这一外部冲击所打破的城乡身份认同对个体投资行为的影响。 本文认为， 废除农业户口

和非农业户口、 将身份统一登记为居民户口使城乡身份认同 “由分到合”， 户籍身份的

统一可以消除城乡二元结构差异， 提高个人的身份认同程度； 同时， 统一户籍所提供的

资源弥合预期也有助于提高个人的身份资本， 造成风险管理行为和投资决策的一系列变

化， 并对个体资产配置选择产生影响。 从保险购买决策模型、 传统资产配置模型和身份

认同理论出发 （ Ｃａｍｐｂｅｌｌ 和 Ｖｉｃｅｉｒａ， ２００２； Ｇｒｏｓｓｍａｎ 和 Ｓｔｉｇｌｉｔｚ， １９８０； Ｍａｓ⁃Ｃｏｌｅｌｌ 等，
１９９５； Ａｒｒｏｗ， １９６４； 平新乔， ２００１； Ｚｅｔｔｅｒｄａｈｌ 和 Ｈｅｌｌｓｔｒöｍ， ２０１５）， 作为个人资源禀赋的

一部分， “户籍身份资本” 可以代表更多的社会沟通机会和身份建构机会， 而公平性的加

强有利于减弱社会成员之间的相对剥夺感， 提高个体的身份认同； “户籍身份资本” 越

高， 个体的风险规避程度越低， 而低风险规避程度使得个体倾向于配置更多风险资产，
采用更少的保险等风险转移手段。 基于本文理论模型， 保险配置数目与风险规避程度呈

正相关关系， 风险规避程度由于统一户籍登记而降低， 保险配置数目减少， 而与风险规

避程度呈负相关关系的风险资产配置比例因 “户籍身份资本” 的影响而提升。①

风险态度的转变是统一户籍登记影响居民资产配置的 “纽带”， 而户籍登记方式的

变化影响着个体取得身份资本的过程， 同时也影响着其社会互动资源和实物资源的取得。
对个体而言， 风险态度在一段时间内具有稳定性， 但风险态度可能因为外生冲击产生强

烈变化 （Ｄｏｈｍｅｎ 等， ２０１７； Ｓｃｈｉｌｄｂｅｒｇ⁃Ｈöｒｉｓｃｈ， ２０１８）， 受到社会政策、 经济繁荣程度和

居民身份地位等多个因素的影响 （Ｄｏｈｍｅｎ 等， ２０１７）。 个人的风险态度会进一步转化为

对其投资行为的影响， 使个体的股票投资意愿等发生变化 （Ｈｏｎｇ 等， ２００４； 李涛和郭

杰， ２００９； 任昶宇等， ２０２０）。 户籍身份资本的提升既提高了个体在社会互动过程中可获

得的禀赋， 又通过身份认同的正向心理预期降低了风险规避水平， 两者共同降低了个体

的保险购买水平， 提高了风险资产投资意愿， 提升了风险承担能力。
实际上， 户籍登记方式已对个体的客观禀赋和主观态度产生了强烈影响 （张车伟等，

２０２２）。 由于户籍歧视， 农业户籍人口与非农业户籍人口有着不同的购买力和生活成本，
更高的背景风险提高了个人的风险厌恶程度， 降低了个体的风险承担水平 （Ｂａｐｔｉｓｔａ，
２００８； Ａｎｇｅｒｅｒ 和 Ｌａｍ， ２００９； Ｃａｒｄａｋ 和 Ｗｉｌｋｉｎｓ， ２００９； 何兴强等， ２００９）。 另外， 金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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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识等教育资源可得性在城乡身份之间也展现出不同 （尹志超等， ２０１５）。 含有户籍购买

门槛的商品定价显示， 特定的户口类型购买统一商品时对应着差异化的商品价格， 表明

户籍身份具有隐性价格， 体现了户籍登记和身份认同的价值特征 （Ｃｈｅｎ 等， ２０１９）。 就

户籍身份导致的主观差异而言， “身份不确定理论” （Ｈｏｇｇ， ２０００） 和 “人际交流理论”
（Ｂｅｒｇｅｒ 和 Ｃａｌａｂｒｅｓｅ， １９７４） 认为， 两个对立的社会群体阻碍了群体间的对话和沟通， 相

互削弱了彼此的社会互动程度， 减弱了彼此的信任感； 而居民的社会信任度和生活满意

度会对其风险金融市场参与产生显著影响， 亲社会偏好会促使家庭进行风险投资 （唐棣

和金星晔， ２０２２）， 更高的社会互动程度会提高个体参与经济市场的意愿， 促进股票、 债

券和理财等投资项目的参与 （魏先华等， ２０１４）。 同时， 相同身份个体的行为方式往往趋

同， 并展现出对其他身份的歧视， 不同群体的整合也有利于经济行为的统一和公平

（Ｃｈｅｎ 和 Ｌｉ， ２００９）。
本文旨在研究城乡户籍转化为统一居民户籍的经济影响。 值得指出的是， 城乡户籍

登记制度的变化将带来个体社会福利政策的伴生改变， 城乡户籍个体在医疗、 就业、 职

工社保和子女入学等方面的待遇差距也将被抹除， 旨在从现实层面打破 “城里人” 与

“乡下人” 在社会资源可得性上的屏障， 因此， 统一户籍登记制度带来了强烈的待遇改

善预期。 但从现实来看， 统一户籍登记制度推出后， 虽然 《意见》 提出 “稳步推进义务

教育、 就业服务、 基本养老、 基本医疗卫生、 住房保障等城镇基本公共服务覆盖全部常

住人口”， 但是针对户籍变化个体的相关政策待遇相对滞后， 城乡身份屏障打破仍停留在

预期这一心理层面， 尚未在现实物质层面完全实现落实。 户籍登记政策推行与待遇政策

落实之间存在着时间差， 已经获得统一居民户口的个体实际上是获得了 “半个市民权”，
受到统一户籍登记制度影响的个体在预期层面实现了从 “乡下人” 到 “城里人” 的身份

转变， 然而在现实层面则并未如预期那样完全受惠于待遇改善。 待遇政策滞后所带来的

“窗口期”， 为我们分离出心理层面的身份认同的影响提供了可能。 本文讨论的是农村户

口和城镇户口转化为统一居民户口这一身份转化完成而社会福利政策仍未完全实现改革，
个体在风险态度和投资行为上的变化。 伴随着户籍制度改革和相关制度的演进， 个体的

经济结果和经济行为将如何改善等微观层面的问题， 依然值得进一步探究。 为此， 本文

提出以下研究假说。
假说 １： 统一户籍登记制度能够提高个体的身份认同， 使其增购风险资产、 减购保

险， 风险承担意愿增强。
假说 ２： 统一户籍登记制度可以影响个体的风险态度和金融信息获取， 进而影响其

风险承担意愿。
假说 ３： 个体更高的风险承担意愿可以使个体做出更积极的经济决策和投资决策。

四、 研究设计

（一） 数据与变量

本文使用西南财经大学的中国家庭金融调查 （ Ｃｈｉｎａ Ｈｏｕｓｅｈｏｌｄ Ｆｉｎａｎｃｅ Ｓｕｒｖｅｙ，
ＣＨＦＳ） 数据库， 选用 ２０１３ 年、 ２０１５ 年、 ２０１７ 年和 ２０１９ 年的数据 （甘犁等， ２０１３） 构

建四期面板数据进行实证研究。 西南财经大学中国家庭金融调查中心于 ２００９ 年开展工

作， 每两年进行一次中国家庭金融调查， 该调查对个人在基本信息、 金融行为、 经济决

策等方面进行连续跟踪， 涵盖了我国 ２９ 个省份 （除西藏、 新疆和港澳台地区）， 地理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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盖范围高。 对各省份样本信息的综合， 有利于克服经济发展水平和政策不一致而导致的

内生性问题。
ＣＨＦＳ 数据详细记录了个人户籍登记信息， 对个人户籍信息进行了翔实的更新， 既覆

盖了尚未进行居民户籍统一登记改革个人的农业户籍和非农业户籍信息， 又包含了已经

进行户籍制度改革个人的统一居民户籍信息， 这使得本文构造关于户籍制度变迁的拟自

然实验成为可能。 在控制变量方面， 本文选择了可能与经济决策相关的个人特质变量，
包括教育程度、 个人身份和家庭消费等个人和家户的特征变量和社会经济地位变量。 参

考陈斌开等 （２０１０） 研究户籍影响下城镇居民和城镇移民的消费在控制变量方面的思路，
本文同时控制了个体固定效应和时间固定效应， 以避免模型设定中的遗漏变量问题。 被

解释变量从风险规避和投资决策两个角度出发， 以商业健康保险平均每年的缴费数额和

商业人寿保险的保费数额作为衡量个体风险减量管理特征的变量； 采用有股票账户个人

的股票资产总额度和股票账户余额作为衡量个体风险增量管理特征的变量， 并用股票资

产和股票账户现金占总资产比例等变量提高股票资产变化程度的稳健性。 为了检验身份

认同和风险管理之间的作用机制， 并对个人风险偏好程度与经济行为进行全面刻画， 我

们在被解释变量中加入了风险态度、 金融信息、 消费支出和负债性质等变量。
实行统一户籍登记制度后， 嵌生在城乡户籍中的社会制度差异化待遇逐步倾向公平，

城乡居民保险的统一管理也开始启动， 为人民提供了社会保障制度同步变化的预期； 同

时， 与户籍统一登记同步的户籍制度改革为人口流动提供方便， 人口在大中型城市的便

捷流动有利于个体追求更好的经济机遇， 个体也会因为有更多的经济选择而提高其投资

意愿、 增强其风险承担水平。 如果统一户籍登记会对个人造成影响， 那么风险增量管理

和风险减量管理水平的代理变量在个体采用统一的户籍登记前后的变化就可以代表个体

在经济决策行为上的变化。
相关变量的描述性统计如表 １ 所示， 核心因变量和自变量均列示如下。 由于因变量样

本量较少， 本文保留了较多控制变量， 回归结果的样本量约束主要由较少的因变量造成。

表 １　 所有变量的描述性统计

变　 量 样本量 均　 值 标准差

股票资产总额度 （对数） １９ １２３ １０. ６７ １. ３６
股票账户余额 （对数） ２６ ９０８ ６. ４７ ４. ９４

商业人寿保险保费 （对数） １５ ３６２ ７. ２７ ３. ００
商业健康保险保费 （对数） ７ ４９１ ７. ０４ ２. ３３

教育程度 （年） ４４０ ６３５ ７. ８５ ５. ２８
身份 （党员＝ １， 非党员＝ ０） ４４０ ６３５ ０. ０６ ０. ２５

总消费 （对数） ４４０ ６３５ １０. ６８ ０. ８２
净资产 （对数） ３０９ ９５９ １２. ７２ １. ５６
总收入 （对数） ４１７ １５６ １０. ６３ １. ２７

股票资产占总资产比例 １９ １２３ ０. ０６ ０. ０９
年龄 ４４０ ６３５ ４１. ５６ ２１. ７７

风险偏好程度 ３１４ ０３７ １. ９３ １. １７
股票账户余额占总资产比例 ２６ ９０８ ０. ０２ ０. ０５

商业人寿保险保费占总资产比例 １５ ３６２ ０. ０４ ０. ４０
商业健康保险保费占总资产比例 ７ ４９１ ０. ０１ ０. １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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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变　 量 样本量 均　 值 标准差

幸福感指数 ４４０ ２２４ ２. ２５ ０. ８５
金融信息关注度 ３５３ ６７３ １. ９９ １. ０８
医药消费 （对数） ４３１ ２２４ ５. ８８ ３. ７８

耐用品消费 （对数） ４３９ ５０８ ４. ９２ ３. ９９
衣物支出 （对数） ４２３ ４７２ ６. ６７ ２. ４６
教育支出 （对数） ４３６ ９８５ ４. ９１ ４. ２５
是否负债 （是＝ １） ４４０ ６３５ ０. ６１ ０. ４９

　 　 注： 括号中标注对数的自变量均作取对数处理。 其中， 主回归中的受教育程度做了对数取值， 为
数值展示需要， 表中展示了绝对数值。 风险偏好程度、 金融信息关注度和幸福感指数均为 １ 到 ５ 的整
数， 数值越高代表个体的风险偏好程度、 金融信息关注度和幸福感指数越高。

（二） 模型设定

个体无法决定属地的统一户籍登记政策， 统一户籍登记政策却可以为个人带来全新

的户籍身份， 拥有较多社会资源的自主迁移人群也不例外。 统一户籍登记制度是在省区

范围内施行的外生社会制度， 个人是否具备拥有统一户籍的机会， 取决于当时当地户籍

政策的外生影响， 而迁移人群能否获得统一户籍登记， 则主要取决于迁移目的地的户籍

政策。 个体所在目的地或迁去目的地既有可能是统一户籍登记政策的执行地区， 也可能

是非统一户籍登记政策地区， 这部分定居个体或迁移个体因外生政策而随机进入处理组

和控制组， 无论年龄长幼、 学历高低、 收入多寡， 政策处理的外生性对每个个体一视同

仁。 作为一个单纯的身份符号， “统一户籍登记” 在短期内不挂靠社会福利待遇和公共

品可获资源， 个体不会因为追求居民户口的 “身份符号” 而寻求政策迁移。
本文采取渐进双重差分法 （ＤＩＤ） 分析户籍制度的变迁对个人经济行为的影响。 户

籍身份是个体生命历程中的重要信息， 户籍身份的变迁会深刻决定个体生命历程的走向，
并影响个体的潜在经济资源和决策机会。 统一城乡户籍作为户籍制度改革的重要一环，
被作为一项重要任务在各个省份和城市展开试点。 截至 ２０１９ 年底， 已有多省市分批次进

行了城乡户籍制度的统一。 如果个体的户籍身份挂靠于实行统一户籍登记的地区， 当个

体前往公安机关办理业务时， 公安机关即告知其身份转化， 个体无法选择沿用原来的二

元户籍身份， 从而实现统一户籍的身份转换。 但是依然有部分未实行户籍制度改革的城

市和已实行户籍制度改革城市的部分个人由于信息不对称等种种原因保存了原有的农业户

籍和非农业户籍登记， 社会上一时形成了农业户籍、 非农业户籍和统一居民户籍三者并存

的状况。
这一农业户籍、 非农业户籍和统一居民户籍三者并存的状况恰好为本文提供了一项

基于准自然实验的渐进双重差分法的识别策略。 本文从个体是否进行统一户籍登记出发，
以是否进行统一户籍登记作为处理组和控制组的分类标准， 基于此构建反事实， 以分析

统一户籍登记对个人的风险管理行为产生的影响。
渐进 ＤＩＤ 方法可以克服最小二乘法估计时面临的内生性问题。 分离潜在政策干扰之

后， 渐进 ＤＩＤ 识别项得到的结果为某项政策对核心解释变量造成的干净的处理效应； 同

时， 本文渐进 ＤＩＤ 方法的政策冲击———统一户籍登记制度大多以省区和城市为单位施行，
以此进行反事实构建控制组和控制组的合理之处在于， 统一户籍登记制度是外生政策，
并非所有省区和城市都实行了这一制度， 使得统一户籍登记制度这一反事实满足双重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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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法的适用条件 （Ｌｉ 等， ２０１６）。 为了避免其他变量对回归结果的干扰， 本文在渐进 ＤＩＤ
差分模型中引入个体固定效应和时间固定效应， 并控制了相关协变量， 借助面板数据和

双重差分法消除无关变量或潜在遗漏变量对核心因变量的干扰， 以相对干净地得到户籍

制度改革本身对个体经济行为的净影响， 所测得的结果即政策实施的唯一效应。
本文渐进 ＤＩＤ 模型的基准回归设定如下：

Ｙｉｔ ＝ α ＋ β１Ｈｕｋｏｕｉｔ ＋ δＸ ｉｔ ＋ τｔ ＋ ｉｄｉ ＋ εｉｔ （１）
其中， ｉ 代表个体层面的编号， ｔ 为面板数据每一期所代表的时间， Ｙｉｔ代表若干城乡

户籍制度改革实施效果的衡量指标， 该指标为个体层面的变量， 控制相关自变量 Ｘ ｉｔ， 时

间固定效应 τｔ 和个体固定效应 ｉｄｉ； εｉｔ表示扰动项。 在渐进 ＤＩＤ 模型中， 区别于一般的

ＤＩＤ 模型定义的 Ｔｒｅａｔｅｄｉｔ×Ｐｏｓｔｉｔ这一交乘项， 衡量政策是否施行的时间变量 Ｐｏｓｔｉｔ和衡量个

体是否适用于该政策的 Ｔｒｅａｔｅｄｉｔ变量是因个人而异的， 故本文定义， 对在某年度登记为统

一户籍的个体， 渐进 ＤＩＤ 模型识别项 Ｈｕｋｏｕｉｔ取值为 １； 对在某年度仍然施行农业和非农

业户籍登记制度的个体， 其识别项 Ｈｕｋｏｕｉｔ取值为 ０， 这与刘冲等 （２０１９） 的 ＤＩＤ 模型识

别策略保持一致。 本文在渐进 ＤＩＤ 方法的运行过程中， 假设已经统一户籍登记的个体所

面临的处理效应相同。 这一假设的合理性在于， 户籍登记制度是瞬时的身份变化， 改变

户籍身份的瞬时， 个体所面临的背景风险、 身份认同等因素就已经发生了变化， 从而对

个体的经济决策直接产生冲击。 渐进 ＤＩＤ 的识别项是本文的核心被解释变量， 其系数代

表着统一户籍登记对个体风险增量管理和风险减量管理的影响。

五、 结果分析

（一） 基准回归

基准回归中已控制个体固定效应和时间固定效应， 估计结果如表 ２ 所示。 由于所有

因变量的取值均采取对数形式， 故因变量均需要从百分比变化的角度理解。 对股民的股

票投资而言， 股票价值衡量了持有股票资产的总量， 但个体参与股票投资时通常不会满

仓操作， 因此有必要将持仓比例加入其中， 以全面衡量个体的股票资产账户总额度。 本

文亦加入股票账户余额这一变量， 以全面反映个体的风险增量投资的增长状况， 这与任

昶宇等 （２０２０） 等关于股票投资的因变量选择保持一致。 第 （１） 列和第 （２） 列展示了

股票投资水平的估计结果。 在进行统一户籍登记后， 相对于依然保留原城乡户籍， 个体

股票资产持有金额增加 １１％， 股票账户余额增加 ５１％， 个体的投资意愿有所增强， 个体

表 ２　 双重差分法回归结果

变　 量
股票价值

（１）
股票账户余额

（２）
人寿险保费

（３）
健康险保费

（４）

是否统一户籍登记
０. １１∗∗ ０. ５１∗∗ －０. ３４∗ －０. ６６∗∗

（０. ０４） （０. ２０） （０. ２０） （０. ３３）
控制变量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固定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观测值 ５ ６７７ ８ ２８０ ３ ２００ １ ０４７
调整后的 Ｒ２ ０. ６４ ０. １６ ０. ４５ ０. ２８

　 　 注： 所有因变量及控制变量中的教育年份、 总消费均为对数取值； 结果保留两位小数， 括号为所
估计系数的标准差； ∗∗∗ｐ＜０. ０１， ∗∗ｐ＜０. ０５， ∗ｐ＜０. １； 后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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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险增量承受度得到提高。 第 （３） 列和第 （４） 列展示了商业保险的决策， 登记为统一

户籍的个体在人寿险保费和健康险保费的花费相对于非统一户籍者在登记后分别降低了

３４％和 ６６％， 个体的风险减量管理头寸降低， 表明个体的风险承受意愿更高。 股票投资

代表了风险的增量管理， 商业险购买代表了风险的减量管理， 个体登记为统一户籍提高

了风险增量管理水平、 提高了股票投资意愿， 并减小了风险减量管理水平、 降低了保险

购买意愿， 体现为统一户籍带来的确定性预期对个人风险承受意愿的提高。
（二） 平行趋势

双重差分法需要满足平行趋势假定， 即如果政策的处理组没有实行相应的政策， 处

理组和控制组应该在变量的表现上保持一致， 即在个体的户籍被确立为统一户籍之前，
其与没有被确立为统一户籍的个体应当有相同的经济行为表现， 渐进 ＤＩＤ 模型的平行趋

势检验模型为：

Ｙｉｔ ＝ α０ ＋ Σ
ｎ

ｋ ＝ －ｍ
βｋＨｕｋｏｕｉｋ ＋ δＸ ｉｔ ＋ τｔ ＋ ｉｄｉ ＋ εｉｔ （２）

其中， 交互项是从相对于确立为处理组的前 ｍ 期出发， 一直加总到实验后的第 ｎ 期，
定义方式均遵从双重差分原则。 若政策实施前的交乘项系数不显著， 则认为政策实施前

所观测的个体核心因变量具有相同的趋势， 应当通过平行趋势进行检验。
表 ３ 展示了加入平行趋势各年交乘项后， 以政策适用期前一年为基期时股票价值、

股票账户余额、 商业人寿险保费和商业健康险保费的平行趋势检验结果。 其中， 由于样

本量原因健康险保费事后第三期无回归结果。 从表 ３ 的结果可以知道， 以－１ 期为基期，
在政策实施之前， 股票价值、 股票账户余额、 商业人寿险保费和商业健康险保费在处理

组和控制组之间没有统计意义上的差距； 在政策实施后， 股票价值和股票账户余额呈现

显著正向增长， 而商业人寿险保费支出呈现显著负向变化。 尽管健康险保费在分期视角

下未有显著促进证据， 但主回归结果表明， 处理组和控制组在政策试点这一段时间的政

表 ３　 平行趋势检验

变　 量
股票价值

（１）
股票账户余额

（２）
人寿险保费

（３）
健康险保费

（４）

－３ 期
０. １８ －０. ５３ ０. ７２ ０. ８７

（０. １５） （０. ６７） （０. ７４） （０. ５６）

－２ 期
０. ０４ ０. ２５ ０. ３６ ０. １８

（０. ０７） （０. ３５） （０. ４５） （０. ６５）

０ 期
０. １４∗∗ ０. ６０∗∗ －０. ５４∗ －０. ２１
（０. ０５） （０. ２５） （０. ３１） （０. ５４）

１ 期
０. １３ －０. １０ －０. ７０∗０. ５８

（０. ０８） （０. ３６） （０. ３８） （０. ６０）

２ 期
－０. ０６ ０. ４４ －１. ４９∗∗∗ －１. ７３
（０. １３） （０. ５５） （０. ４７） （１. ９５）

３ 期
－０. ４２∗∗ ０. ３８ －４. ４４∗∗∗

（０. １９） （１. ２９） （１. ２３）
控制变量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固定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观测值 ５ ６７７ ８ ２８０ ３ ２００ １ ０４７

调整后的 Ｒ２ ０. ６４ ０. １６ ０. ４５ ０. ２８

０９１



策平均效应显著为正。 以上结果表明， 统一户籍对风险资产购买、 保险购买的效应符合

平行趋势； 政策试点前， 处理组和控制组之间在风险资产购买、 保险购买行为上不存在

差别， 主回归所识别的结果为排除了时间趋势的政策效应。
（三） 政策处理时间的安慰剂检验

借助外生的统一户籍登记政策， 渐进双重差分法很好地克服了逆向因果问题； 通过

控制时间固定效应和个体固定效应， 渐进双重差分法所评估的政策结果也最大限度地解

决了遗漏变量偏误和因变量随时间变化的自相关问题。 但是， 渐进双重差分法依然可能

面临一定的内生性问题， 如同期其他政策的干扰也可能影响因变量趋势在处理组和控制

组之间的差异。 为解决该问题， 本文将处理组的户籍统一登记为居民户口的时间提前一

年， 构建一组 “假处理组” 加入原模型以进行安慰剂检验， 即假设所有被统一登记为居

民户口的个体都提前一期进行了登记。 倘若以此期作为政策发生年观测到上述变量不显

著， 则证明通过安慰剂检验， 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排除其他政策对户籍政策识别的干扰。
表 ４ 的结果中， 统一户籍时间前置变量一行的所有变量均无法提供有显著性的证据， 证

明所识别的统一户籍登记政策对因变量的影响并非偶然， 而是具有因果性和必然性的。

表 ４　 政策处理时间安慰剂检验

变　 量
股票价值

（１）
股票账户余额

（２）
人寿险保费

（３）
健康险保费

（４）

统一户籍时间前置
０. １５ ０. ９２ ０. １３ １. １２

（０. １２） （０. ５８） （０. ５４） （０. ６８）
是否统一户籍变量 ０. ０９∗ ０. ３８∗ －０. ３６∗ －０. ８５∗∗

控制变量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固定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观测值 ５ ６７７ ８ ２８０ ３ ２００ １ ０４７
调整后的 Ｒ２ ０. ６４ ０. １６ ０. ４５ ０. ２８

（四） 随机生成处理组的安慰剂检验

在利用双重差分法进行因果推断时， 遗漏的非观测特征与交乘项应当没有相关关系，
也即上述渐进 ＤＩＤ 模型中户籍与时间的交叉变量和残差项 εｉｔ应当不存在相关性， 否则估

计出来的处理效应会因为该相关性而有偏。 事实上， 基于模型设定， 本文已经尽可能地

排除了上述提及的相关性： 第一， 本文采用的渐进双重差分法控制了处理组和控制组之

间的共同趋势， 而控制组和处理组分布于各个省区， 因此相对于单城市试点或多城市试

点的定义方法， 可以避免单一试点地区因受其他政策和城市偶然性因素而导致的虚假处

理效应， 识别策略是干净的。 第二， 本文采取的控制组和处理组的方法主要基于数据库

中个体是否为统一户籍的反馈答案， 是基于个体维度进行的定义方法， 相对于整个地区

的定义方法更随机。 第三， 基于时间固定效应和个体固定效应渐进双重差分法排除了可

能存在的时间趋势的干扰和省份政策异质性， 得到的结果即为只受到统一户籍登记影响

的平均处理效应， 残差项应当与户籍与时间的交叉变量不相关。
为了验证前文的结论， 我们采取随机选取处理组的安慰剂方法进行检验， 让统一户

籍政策的冲击随机发生在个体身上， 即由程序生成随机政策处理组个体， 再根据原来处

理组和控制组的构造和原模型估计 “假想交乘项” 的回归系数， 由单个因变量生成回归

系数 ２００ 次并生成核密度频率估计图， 估计结果如图 ２ 所示。 其中， 竖线为原回归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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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的系数估计值。 可以看到， 以随机生成处理组的方式进行回归， 四个变量所得到的交

乘项的回归系数均呈现钟形分布特征， 随机生成估计系数的均值接近于 ０， 证明了不存

在影响渐进 ＤＩＤ 交乘项的、 未放入模型中的某误差项 ａｉｔ， 使渐进 ＤＩＤ 的系数估计结果因

为被忽略的 ａｉｔ对 Ｙｉｔ的影响而显著不为 ０。 同时， 户籍制度的交乘项回归系数显著异于 ０，
可以识别出的回归系数放入随机生成处理组的结果中， 该交乘系数颇有 “极端值” 的意

味， 即使该结果为偶然发生， 其发生概率也是极小的。

图 ２　 随机生成处理组的安慰剂检验

　

　

　 　 注： 核心因变量均为对数取值， 由左到右、 由上到下分别为股票价值、 股票账户余额、 人寿险保
费和健康险保费， 图中钟形线为 ２００ 次随机模拟所产生的交叉项系数的核密度， 竖线为渐进 ＤＩＤ 模型
交乘项的估计结果。

（五） 替换变量

本文在主回归结果中控制了个体固定效应和时间固定效应， 同时控制了教育年份、
身份和消费支出等可能影响个人风险管理水平的协变量， 避免了绝大多数遗漏变量问题。
在这一部分， 本文采用替换被解释变量、 替换控制变量等方法， 进一步验证了结果的稳

健性。 首先， 参考尹志超等 （２０１４） 的做法， 并考虑样本中居民较低的金融资产持有总

量及比例 （李凤等， ２０１６）， 本文定义个人持有的股票价值占总资产的比例为股票价值比

例指标， 来衡量居民股票资产配置程度； 采用替换被解释变量的方式改变风险承担意愿

的度量指标， 将其作为被解释变量重新使用基准回归模型进行分析。 同时， 本文还采用

替换控制变量的方式改变模型中控制的协变量， 如将个人总收入、 家庭净资产变量替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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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居民总消费金额变量、 将年龄变量替换为个人身份变量， 以此进行稳健性检验， 所得

结果如表 ５ 所示。 替换被解释变量和控制变量的结果表明， 个体进行统一户籍登记后，
相比于保留原城乡户籍， 风险承担意愿提高， 结论与主回归保持一致。 其中， 表 ５ 第

（１） 列和第 （２） 列的结果显示， 将居民总消费金额替换为个人总收入或家庭净资产后，
统一户籍登记对股票价值的识别结果在数值和统计含义中与主回归结果几乎相同， 体现

为显著的促进效应； 将股票价值替换为股票价值占总资产的比例并控制家庭净资产变量

后， 表 ５ 第 （３） 列的识别结果在 １％的水平上显著为正， 统一户籍登记使得个体股票资

产的配置比例显著提升了 ０. １％。 第 （４） 列到第 （６） 列的被解释变量与主回归结果保

持一致， 同时对控制变量进行替换， 所得结果在经济学含义和统计学含义上也与主回归

模型保持一致。 整体上， 替换被解释变量与控制变量的结果表明， 个体进行统一户籍登

记后， 相比于保留原城乡户籍， 个体的风险承担水平得到了提高， 该结论与主回归结果

保持一致。

表 ５　 替换变量

变　 量 股票价值

（１）

股票价值

（２）

股票价值
比例
（３）

股票账户
余额
（４）

人寿险保费

（５）

健康险保费

（６）

是否统一户籍登记
０. １２∗∗ ０. １０∗∗ ０. ０１∗∗∗ ０. ４１∗∗ －０. ５４∗∗ －０. ６８∗∗

（０. ０６） （０. ０４） （０. ００） （０. １８） （０. ２２） （０. ２７）

教育年份
０. ０８ ０. ０１ ０. ００ －０. ２４ ０. ２８∗ －０. ０７

（０. ０５） （０. ０４） （０. ００） （０. １９） （０. １４） （０. ２０）

年龄
０. ０２ ０. ０２ ０. ００ －０. ０３ ０. ０７ －０. ０４

（０. ０２） （０. ０２） （０. ００） （０. ０９） （０. １０） （０. ０７）

净资产
０. ３１∗∗∗ －０. ０４∗∗∗ ０. ０２
（０. ０３） （０. ００） （０. ０８）

个人总收入
０. ０９∗∗∗ ０. １６∗ ０. ０７
（０. ０２） （０. ０８） （０. ０８）

常数
５. ５４∗∗∗ ９. ０３∗∗∗ ０. ５７∗∗∗ ６. ６０ ４. １０ ８. １７∗∗∗

（０. ９４） （０. ８２） （０. ０６） （４. ０９） （３. ９７） （２. ５１）
固定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观测值 ４ ５６７ ７ ６４８ ４ ５６７ １１ ３７７ ２ ７５２ １ ４２６
调整后的 Ｒ２ ０. ６０ ０. ６２ ０. ４３ ０. １４ ０. ４５ ０. ３４

　 　 注： 核心因变量中的股票价值、 股票账户余额、 人寿险保费、 健康险保费及控制变量中的教育年
份、 净资产和个人总收入均为对数取值。

（六） 考虑省区固定效应及其交叉固定效应

由于政策试点大多以省区为试点单位推进， 在省区内部具有协同性， 但不同省区的

政策差异和经济条件差异较大， 实行时间亦存在差异。 为了避免前文所述的时间变化和

地理位置差异等因素的影响， 同时为了保证省区特征的一致性， 本文在渐进 ＤＩＤ 差分模

型中引入省份固定效应 （ｐｒｏｖｊ） 和时间固定效应 （τｔ）， 构造如下模型进行稳健性检验：
Ｙｉｊｔ ＝ α ＋ β１Ｈｕｋｏｕｉｔ ＋ δＸ ｉｔ ＋ τｔ ＋ ｐｒｏｖｊ ＋ εｉｊｔ （３）

　 　 由于政策试点过程不同涉及各省区推进统一户籍登记的程度不同， 政策实行时间不

一致可能造成政策实施效果的差异。 因此， 本文引入了时间固定效应 τｔ 和省区固定效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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αｉ 的交乘项 τｔ×ｐｒｏｖｊ 进行稳健性检验， 构造模型如下：
Ｙｉｊｔ ＝ α ＋ β１Ｈｕｋｏｕｉｔ ＋ δＸ ｉｔ ＋ τｔ ＋ ｐｒｏｖｊ ＋ τｔ × ｐｒｏｖｊ ＋ εｉｊｔ （４）

基于公式 （３） 和式 （４） 所得到的回归结果分别如表 ６ 和表 ７ 所示。 表 ６ 中加入了

省区固定效应和时间固定效应， 回归结果显示， 统一户籍登记制度显著提升了个人持有

的股票价值和个人在股票账户上的余额， 显著降低了商业人寿险和商业健康险的购买额

度， 其经济学含义和统计学含义相较于主回归均未发生变化。 表 ７ 中加入了省区固定效

应、 时间固定效应及其交叉项， 回归结果表明， 对于股票价值和股票账户余额， “是否统

一户籍登记” 的政策影响均在 １％的水平上显著， 且经济含义为正向促进作用； 对于健康

险保费， “是否统一户籍登记” 的政策影响系数在 ５％的水平上显著为负； 对于人寿险保

费， “是否统一户籍登记” 的系数虽然不具有统计意义上的显著性， 但其系数的经济含

义未发生变化。 就政策含义而言， 表 ６ 和表 ７ 与主回归保持一致， 证明了结果的稳健性。

表 ６　 省区固定效应

变　 量
股票价值

（１）
股票账户余额

（２）
人寿险保费

（３）
健康险保费

（４）

是否统一户籍登记
０. １２∗∗∗ ０. ３７∗∗∗ －０. １３∗ －０. １８∗

（０. ０３） （０. ０９） （０. ０７） （０. １０）
控制变量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固定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观测值 １９ １２３ ２６ ９０８ １５ ３６２ ７ ４９１

调整后的 Ｒ２ ０. １０ ０. ０１ ０. １５ ０. ０３

表 ７　 省区固定效应及其交叉项

变　 量
股票价值

（１）
股票账户余额

（２）
人寿险保费

（３）
健康险保费

（４）

是否统一户籍登记
０. １０∗∗∗ ０. ３８∗∗∗ －０. １１ －０. １９∗∗

（０. ０３） （０. ０９） （０. ０７） （０. １０）
控制变量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固定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固定效应交叉项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观测值 １９ １２３ ２６ ９０８ １５ ３６２ ７ ４８２

调整后的 Ｒ２ ０. １１ ０. ０３ ０. １５ ０. ０４

（七） 统一户籍的政策效应： 以户籍制度省区试点为切入点

在上述实证策略中， 本文已经通过研究设计解决了大部分内生性问题。 首先， 从时

间演进的角度来说， 统一户籍登记政策在全国各地区的实施时间具有很大差异， 在演进

过程中统一户籍登记政策推进程度逐步加深且不具有线性特征。 也就是说， 统一户籍登

记政策是多时点弥散推行的； 即使有其他政策干扰， 相关政策与多时点分别推行的统一

户籍登记也很难保持时间上的一致， 加之统一户籍登记政策和其他政策实施的双重外生

性， 两者的交叠就更不会影响户籍制度的测评结果。 其次， 统一户籍政策在全国的推进

具有地区差异性， 不同省市区的推进程度呈现出明显差异 （如图 １ 所示）。 实地访谈的证

据表明， 统一户籍登记的实践中， 公安机关并非采用强制命令、 统一转化的方式， 而是

在个人办理户籍业务时进行告知和转化。 由于个人办理户籍业务这一事件具有随机性，
且户籍业务包括居民临时身份证的办理、 居民身份证的管理和本市人口信息查询、 核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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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正纠错等一系列偶然发生的业务， 采用个体统一户籍登记作为识别策略较少存在逆选

择问题， 因此可以建立统一户籍登记个体和传统户籍登记个体的一对可比反事实。 同时，
户籍身份转换的非强制性也使得还有省市区未实现全域的统一户籍登记， 这一条件使得

控制组和处理组具有代表性， 控制组和处理组的差异在控制省区固定效应后即体现为户

籍制度所造成的差异。
由于统一户籍登记制度以省级行政层级为推进单位， 本文以各省政府官网、 北大法

宝、 西南财经大学户籍政策文件数据库为文件来源， 从省、 自治区和直辖市的政策文件

出发， 以各省首份决定实施统一户籍登记制度的政策文件所规定时间， 为该省实行统一

户籍登记制度的时间。 设定个体问卷时间大于和等于该政策时间时政策变量 （Ｈｕｋｏｕ＿
Ｐｒｏｖｊ） 取值为 １， 问卷时间小于该政策时间时政策变量取值为 ０， 以此代替模型 （１） 中

的 Ｈｕｋｏｕｉｔ， 建立省区政策试点的渐进 ＤＩＤ 策略， 其中协变量与稳健性检验的第四部分保

持一致。 由于政策变量 Ｈｕｋｏｕ＿Ｐｒｏｖｊ 在省区范围内定义， 本文依照稳健性检验的第五部

分， 控制了省区固定效应。 为了进一步讨论模型的稳健性， 本文还加入了股票和保险相

对于总资产的比例作为因变量， 以避免股票和保险购买的绝对数值造成测量误差。 除前

文提到的股票价值比例， 本文还分别定义股票账户余额比例、 人寿险保费比例和健康险

保费比例为股票账户余额、 人寿险保费和健康险保费与个人拥有总资产的比值， 以此作

为新的被解释变量。 基于以上， 本文构建模型如下：
Ｙｉｊｔ ＝ α ＋ β１Ｈｕｋｏｕ＿Ｐｒｏｖｊ ＋ δＸ ｉｔ ＋ τｔ ＋ ｐｒｏｖｊ ＋ εｉｊｔ （５）

依照省区试点建立的渐进 ＤＩＤ 策略既可以探究省区户籍政策的整体作用，也可以检验

主回归结果中采用个体政策试点作为识别策略的稳健性，探究微观个体政策适用性与宏观

政策适用性之间的协同性，所得结果如表 ８ 所示。 表 ８ 第（５）列和第（６）列表明，在个体所

在省区实施统一户籍登记制度以后，个体所购股票价值占总资产的比例提高了 ０. ７％，在股

票账户中的账户现金余额占总资产的比例提高了 ０. ４％，这两个结果在 １％的显著性水平下

呈现为正向促进作用。 表 ８ 第（１）列和第（２）列也表明，统一户籍对个体购买股票行为的

经济含义与主回归一致。 同时，表 ８ 第（３）列、第（４）列、第（７）列和第（８）列表明，个体花费

的健康险保费因省区实施的统一户籍登记制度降低了 ２４％，健康险保费占总资产比例降低

了 ０. ２％，两个结果均具有统计学含义。 从整体上看，以户籍制度省区试点为切入点的识别

结果与主回归模型保持一致，表明无论是采用省区政策试点还是采用个体统一户籍登记制

表 ８　 以户籍制度省区试点为切入点的双重差分法

变　 量 股票价值

（１）

股票账户
余额
（２）

人寿险
保费
（３）

健康险
保费
（４）

股票价值
比例
（５）

股票账户
余额比例

（６）

人寿险
保费比例

（７）

健康险
保费比例

（８）

统一户籍
登记政策

０. ０７ ０. ２６∗ ０. ０５ －０. ２４∗∗ ０. ０１∗∗∗ ０. ００∗∗∗ －０. ０１ －０. ００∗

（０. ０４） （０. １４） （０. １０） （０. １２） （０. ００） （０. ００） （０. ０１） （０. ００）
控制变量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固定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观测值 １３ ５７０ １９ ０４６ １１ ３４６ ５ ７４４ １３ ５７０ １９ ０４６ １１ ３４６ ５ ７４４

调整后的 Ｒ２ ０. １９１ ０. ０２９ ０. １７２ ０. ０３４ ０. １５７ ０. ０４８ ０. ０７０ ０. １７２
　 　 注：股票价值、股票账户余额、人寿险保费、健康险保费及控制变量中的教育年份、净资产均为对数取
值。 由于比例提升数值限制，结果保留两位小数，括号为所估计系数的标准差。 保留三位小数时，股票账
户余额比例系数为 ０. ００４，健康险保费比例系数为－０. ００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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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的适用性作为识别策略，统一户籍登记制度的识别结果均是提高了个体的风险承担水平

和风险资产的购买水平，降低了商业保险的购买水平，风险承担意愿得到提升。
（八） 统一户籍影响投资行为的机制分析

实行统一户籍登记制度后，个体倾向于提高股票投资这一风险增量管理行为而倾向于

降低保险购买这一风险减量管理行为。 从理论上看，这是因为统一城乡户籍登记打破了城

乡之间的沟通壁垒，推动了城乡之间的社会互动，使得微观个体拥有更高的风险承担意愿，
但有关影响机制有赖相关实证依据的验证。 在此动因下，本文基于 ＣＨＦＳ 数据提供的问卷

调查，基于风险偏好程度、居民主观幸福感和金融信息关注度三个指标构建中介变量，以此

初步探讨统一户籍影响个体投资行为的机制。
理论假说已经表明，居民的风险态度和风险管理行为密切关联；而实际上，居民主观幸

福感与城乡身份认同和投资行为也有着密切的关系。 “仓廪实而知礼节”，居民理财行为

是生活状态的后置行为，更安定的生活使得个体转而采取更主动的风险管理手段。 然而，
由城乡户籍身份带来的社会生活机会不均等会降低居民主观幸福感（何立新和潘春阳，
２０１１）。 同时，我国低收入群体和在户籍地以外生活的个体，由于在获得公共服务方面处于

相对劣势地位，对公共服务满意度较低，而较低的公共服务的可得性与满意度也会降低部

分居民的主观幸福感（周绍杰等，２０１５），从而影响居民的风险管理行为。 统一户籍可能通

过提高个体的风险偏好和居民幸福感来提高个体的股票投资程度、减少个体的减量风险管

理意愿，而更高的社会互动程度也可能正面影响个体的投资意愿。 显而易见地，更高的社

会互动程度可以带来更多的沟通机会，个体通过社会互动将有更多获取信息的渠道，从而

拥有更高的金融信息关注度。 因此，本文根据 ＣＨＦＳ 调查数据，构造了一系列中介变量进

行分析。 针对风险偏好 ＣＨＦＳ 问卷调查设置了诸多问题，但由于在不同年度问卷中部分问

题表述有所差别，本文在 ２０１３—２０１９ 年四期数据中，采用了各年度表述均相同的关于不同

风险程度资产投资意愿这一问题衡量个体的风险偏好程度，数据取值为 １ 到 ５ 的整数，数
值越高表明个体的风险承受程度越高。 居民主观幸福感变量方面，根据 ＣＨＦＳ 的问卷设

计，调查幸福感的问题表述为“总的来说，您现在觉得幸福吗？”，要求被调查者选择以下五

项：“１. 非常幸福”、“ ２. 幸福”、 “３. 一般”、“ ４. 不幸福 ”、“５. 非常不幸福”，以此将“居
民主观幸福感”作为中介变量，使用基准回归模型进行分析。 在金融信息关注层面，本文采

用 ＣＨＦＳ 问卷在各年度表述相同的“对经济、金融方面的信息关注程度”这一问题作为衡量

变量，在 １ 到 ５ 的变量分布中，越高的数字代表了越高的信息关注度，以上指标构建思路也

与已有文献保持了一致（任昶宇等，２０２０；尹志超等，２０１５）。
根据相关文献（Ｄｅｌｌ， ２０１０），如果变量 Ｍ 是 Ｘ 和 Ｙ 之间的机制，且 Ｍ 和 Ｙ 之间必然存

在关联，那么将 Ｍ 放入主回归模型当中代替 Ｙ 的位置，Ｘ 对 Ｍ 影响效应的方向就是 Ｍ 作为

Ｘ 的机制以影响 Ｙ 的渠道。 在本文中，统一户籍身份在主回归中正向影响股票资产购买、
负向影响保险资产购买，且具有统计学意义，证实了 Ｘ 对 Ｙ 的正向关系。 而风险偏好程度

和金融信息关注度被认为是影响居民资产配置的关键因素（宗庆庆等，２０１５；尹志超等，
２０１５；唐棣和金星晔，２０２２），作为投资者教育的一环，更高的金融知识可得性可以提高家庭

金融市场的参与程度（周弘，２０１５），而居民幸福感作为生活安稳性的象征，对居民的风险承

担行为有正向作用。 本文的理论框架也表明，更高的风险偏好可以提高居民的风险承担意

愿，进而提高风险资产的配置占比，减少保险资产的购买额度。 从而，风险偏好程度、居民

幸福感和金融信息关注度这一机制变量 Ｍ 作为影响家庭金融资产的关键因素，和 Ｙ 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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逻辑上和理论上的必然联系。 因此，只要证明统一户籍身份变量 Ｘ 对 Ｍ 的作用，即可认为

风险偏好程度、居民幸福感和金融信息关注度是影响户籍身份和资产配置的渠道因素。
Ｍｉｊｔ ＝ α ＋ β１Ｈｕｋｏｕｉｔ ＋ δＸ ｉｔ ＋ τｔ ＋ ｐｒｏｖｊ ＋ εｉｊｔ （６）

按照回归模型（６）的设定，表 ９ 检验了上述机制在身份认同和投资行为之间的中介效

应。 回归结果表明，统一户籍登记带来了更高的风险偏好程度，进而使个体投资行为表现

出更加激进的特征；统一户籍登记提高了个体居民幸福感和金融信息关注度，表明统一户

籍登记后身份刻板印象的打破增强了生活的安定感，增加了社会互动，进一步提高了个体

的幸福感和金融信息可获得性及关注度，表明身份认同导致的风险偏好改变和社会互动两

个机制是影响统一户籍登记后个体投资行为的重要因素。

表 ９　 机制检验

变　 量
风险偏好程度

（１）
幸福感
（２）

金融信息关注度
（３）

是否统一户籍登记
０. ０４∗∗∗ ０. ０４∗∗∗ ０. ０３∗∗

（０. ０１） （０. ０１） （０. ０１）
控制变量 控制 控制 控制

固定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观测值 ３０９ ５４９ ４３５ ５９８ ２０４ ０７２
调整后的 Ｒ２ ０. ７５ ０. ６４ ０. ３０

　 　 注：教育年份、净资产均为对数取值。

（九） 统一户籍、风险消释和其他经济行为

理论分析及实证检验结果显示，统一户籍登记能够提升居民风险增量管理水平，表现

为股票资产配置增加；同时，统一户籍登记也能够降低居民风险减量管理水平，表现为保险

购买的下降。 本部分将进一步研究户口差距消弭带来的身份认同差距消释对居民其他经

济行为的影响。
居民消费、借贷与身份认同和心理感受有着密切的关系。 当人们与其他社会群体进行

比较而发现自己处于劣势、有权享有但无法享有某种社会资源时，会产生自己被其他群体

剥夺的负面心理体验，这种消极感受被称为相对剥夺感（ｒｅｌａｔｉｖｅ ｄｅｐｒｉｖａｔｉｏｎ）。 城乡分离的

户籍制度会固化“城里人”和“乡下人”的身份隔阂，与户籍相联系的社会福利体系会进一

步加剧城乡机会不均等，在收入、就业、公共服务等诸多方面塑造不同身份群体间的相对剥

夺感。 这种相对剥夺感不仅仅存在于农村个体中，就业、养老乃至土地权的城乡待遇相对

差异，对城市个体、农村个体的心理感知和消费、借贷行为均会产生影响。 已有文献对户籍

制约下城镇居民和城镇移民的整体消费特点进行了分析（陈斌开等，２０１０），然而缺乏对居

民细分消费行为的细致刻画。 基于此，本文考察了统一户籍后整体居民消费行为和几类细

分消费行为的变化，用个人收入替代了消费作为控制变量，同时控制了个体固定效应和时

间固定效应，回归结果如表 １０ 所示。 就政策效应而言，居民在统一户籍后整体消费水平受

到 ３％的促进效应，且在 １％的显著性水平下成立。 值得注意的是，就消费细分项所受到的

政策促进效应而言，居民耐用品消费和教育支出在 １％的显著性水平下为正，而医药消费和

衣物消费则没有受到政策影响。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教育是一种特殊的风险投资行为。 教

育经济学家认为，教育投入的周期长且教育回报不稳定，是一种风险较大的投资产品。 在

我国，个人教育投资也呈现出了回报不稳定且收益十分有限的特点（Ｍａｕｒｅｒ⁃Ｆａｚｉｏ，１９９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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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居民个人的教育投资可以被视作一种周期长、回报不确定性强的风险资产，教育投资

的上升表明居民的风险偏好更强，风险承担意愿更高，这与主回归研究结论保持一致。 作

为消费升级的象征，居民耐用品也与生活品质的提升密切相关，统一户籍身份给居民带来

的安定感也促进了耐用消费品的购买行为。 与耐用消费品形成对比，医药消费、衣物消费

等弹性较小的日常开销则没有受到户籍政策的影响。
在居民借贷行为方面，本文将“居民是否借债”作为被解释变量使用基准模型进行分

析，回归结果显示，对于是否借债，“是否统一户籍登记”的系数在 １％的显著性水平上为

正，统一户籍登记显著提高了 ３％居民的借贷概率。 本文实证结果表明，统一户籍登记后，
居民对偿债风险的规避程度下降，居民也拥有了更高的借债意愿，表明居民偿债行为及其

表征的身份意识、背景风险认知的转变。

表 １０　 身份认同与其他经济行为

变　 量
总消费
（１）

医药消费
（２）

耐用品消费
（３）

衣物消费
（４）

教育支出
（５）

是否借债
（６）

是否统一户籍登记
０. ０３∗∗∗ －０. ０４ ０. １０∗∗∗ ０. ０３ ０. ４９∗∗∗ ０. ０３∗∗∗

（０. ０１） （０. ０３） （０. ０３） （０. ０２） （０. ０４） （０. ００）
控制变量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固定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观测值 ２８２ １６７ ２７３ １７９ ２８１ ２４７ ２６５ ５８０ ２７８ ６８４ ２８２ １６７
调整后的 Ｒ２ ０. ５２ ０. ５２ ０. ６２ ０. ４１ ０. ４２ ０. ４４

　 　 注：总消费、医药消费、耐用品消费、衣物消费、教育支出及控制变量中的教育年份、个人总收入均为
对数取值。

六、 结论及建议

社会公平正义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应有之义，城乡区域发展、社会分配制度和公共

服务体系的不断完善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体现，也是党和人民的核心关切，
社会政策也在与时俱进不断变迁、力求不断增强人民的获得感和幸福感。 户籍制度的改革

功在当代、利在千秋，是解决我国城乡差距和城乡隔阂的重要手段。 国务院《关于进一步推

进户籍制度改革的意见》发布实施后，户籍身份的统一也箭在弦上、势在必行，城乡身份认

同的取消、统一居民身份认同感的建立，将促进人民对于美好生活的向往，提高人民的认同

感、确定性和幸福感。
本文以统一居民户籍登记作为切入点，研究了户籍登记统一安排对个体风险承担意愿

的影响。 本文发现，通过溶化被污名化的“城外人”身份、解除城乡之间的观念壁垒，户籍

制度改革及统一户籍登记制度提高了个体的风险承担意愿。 其中，风险偏好程度的增加，
社会互动所带来的安定感和金融信息的增加是导致个体提高风险承担意愿的主要渠道。
结合一系列稳健性检验，统一户籍登记对个体风险承担意愿的影响为因果效应。 机制上，
统一登记为居民户口的户籍制度通过心理因素对个体的风险承担行为产生影响，而户籍制

度嵌生的社会福利制度所体现的“半个市民权”问题，则需要户籍制度改革的进一步推进

得以逐步解决。
区别于以往文献，本文分析了长期以来户籍制度所建构的城乡身份认同对个体风险观

念和投资行为的影响，综合社会学理论、心理学理论和经济学理论分离出影响个体风险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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担行为的机制；方法上，本文采用了效用分析框架、渐进 ＤＩＤ 模型衡量了上述因果效应，并
用诸多稳健性检验的方法证明了该结论的稳健性。 限于数据，本文是基于 ＣＨＦＳ 四年数据

进行的全样本推测，其中所得到的结果在大样本条件下成立，但也可能因为样本选取而产

生偏差；由于统一户籍登记政策超前于客观条件变化，配套社会保障制度暂时无法与统一

的居民户籍身份同步，本文也无法探察这些伴生制度的可能影响。 伴随这些制度的推进，
我们依然无法探知城乡差异是否可以彻底消除，有关城乡间不平等的议题，也依然值得进

一步探讨。
“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是我们党的重要工作方法，深入贯彻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

思想，促进惠民举措落地实施，是人民生活不断改善的前提。 以此为落脚点，本文建议如

下：第一，统一户籍登记将改变居民的城乡身份认同，影响居民的风险态度，因此建议同步

优化对金融市场及城乡经济的管理，提供良好的投资环境与发展环境。 第二，统一户籍登

记提高了金融信息关注度，因此建议加强金融知识普及、居民金融教育，畅通信息沟通，避
免居民投资可能出现的非理性化及盲目化倾向。 第三，基于新户籍身份下的社会福利与社

会资源分配还未能密切衔接的事实，建议加强农村地区社会保障制度和转移支付等方面的

政策倾斜。 第四，鉴于统一户籍等级制度会提高人民的普遍幸福感和安全感、降低居民的

不确定性，建议完善内生于户籍登记的相关制度，逐步消除城乡制度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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